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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和离指夫妻双方因情意不协而自愿离婚的制度，它与七出、义绝共同构成中

国古代法上的离婚制度。和离之制渊源于 《周礼》，自唐代始进入法典，形成正式制度，

后代基本相沿不变。该制强调婚姻的两相情愿，不受外力强制的特性。它广泛应用于一

般民众，但对宗室成员和官员有不同程度的限制。考察现有案例可见，和离之法对保护

女方平等的离婚意愿及女方的财产都有一定价值，但司法过程中表现出的对女方离婚诉

求的抑制也反映出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维护家族利益的特点。

关键词：和离　唐律　七出与义绝

古代婚姻两姓结好，讲求夫妇之义，但也承认情合，主张两情相悦。如果夫妻之间情意不相

谐和，无法继续生活，自然无法使之强合，所以法律设有和离之法。和离即两相情愿、非受外力

强制的离婚。我国自唐代明确规定此制之后，历代均有明文规定，和离成为传统法定离婚制度不

可或缺的部分。

目前有关和离的相关研究主要散见于婚姻家庭史的研究成果中，但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有对和

离的专题性研究。对和离之法的性质学界认识不一，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第一，积极说。把和离

类同于今天的 “协议离婚”，或 “两愿离婚”，认为 “协议离婚，古已有其事”。〔１〕第二，消极

说。把和离称做 “协议弃妻”，反对前两种称呼，认为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法律不会承认妇女

的离婚请求权。〔２〕第三，折衷说。认为即便和离时有父母与妻家协议，但 “在两愿离婚，父母

居于道义上监护的地位，仅有一时的制衡权而已”。〔３〕

同种和离之法，理解时却存在很大的分歧，甚至是迥然不同的评价，愈加需要我们对其进行专

题研究。通过考察和离之法的具体规定与实际执行，深入分析和离与七出、义绝等相关离婚制度的

区别与联系，以及对特定人的和离的法律限制，对我们认识中华法律传统的特点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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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以前的和离

据目前史料，和离之法出现于唐律中，发展于宋元明清，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制度。此前和离

经历了怎样的萌生、发展的过程，值得探究。但遗憾的是，在迄今为止可以查找的材料中，相关

的记载凤毛麟角，权且据有限的资料进行简单的考察。

据目前有限的材料，基本可以把和离溯源于 《周礼》。〔４〕《周礼·地官·媒氏》载：“娶判妻

入子者，皆书之。”宋代郑锷注曰：“民有夫妻反目，至于仳离，已判而去，书之于版，记其离合

之由也。”这些记录虽然不像后世和离表达的那么规范，但至少说明我国古来就承认一个事实：

夫妻情意不相谐和者，可以离婚。陈顾远先生分析此注时亦认为：“盖不问其原因如何，只须男

女合意分离，即可离矣。”〔５〕对于离婚的具体程式，《礼记·杂记下》的记载可谓极其客气，“诸

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国，以夫人之礼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将命，曰：‘寡君不敏，不能

从而事社稷宗庙，使使臣某敢告于执事。’主人对曰： ‘寡君固前辞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须以俟

命？’有司官陈器皿，主人有司官亦受之。”这则材料对诸侯离婚的过程交代的比较详细。这些客

客气气的记载，有多少是先秦的实际，又有多少是汉儒的理想寄托，固然无法证实，但它至少反

映出离婚观念中好合好散的愿望。

先秦时期，“七出”之礼虽定，但这种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情况，也不少见。仅一个 《左传》

就记载了无数个事例，诸如 “齐人来归子叔姬”、“姜氏归于齐”、“郯伯姬来归”、“杞叔姬来归”

均为此类。当时，妻子请求离婚并不奇怪，如晏婴的车夫之妇求去即是。她之所以主动提出离

婚，是因为她不满于丈夫洋洋自得的浅薄举止，“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

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

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

去也。’”〔６〕既然妻子如此嫌弃丈夫，车夫也不便再挽留，于是双方离婚。由此可见，双方情趣

不投时，女子也会主动提出离婚，并且不会遇到舆论谴责。“出妇嫁于乡曲里，良妇也。”〔７〕结

果亦能遂其所愿。

汉时，除了广泛存在的男方主动离异妻子的情况以外，还有不少女方主动离婚，男方同意的

和离情况，其原因往往不尽相同。如丈夫无才。改嫁张耳的外黄富人女，与前夫离婚的原因就是

嫌其无才，“庸奴其夫”，“为请决”。〔８〕或丈夫患有严重的疾病。如西汉人曹寿患有 “恶疾”，其

妻与之离婚。或丈夫品操不良。东汉女子吕荣的丈夫徐升 “少为博徒，不理操行”，吕荣之父 “乃

呼荣欲改嫁”。〔９〕还有的是因夫家贫穷且丈夫狂放不羁，朱买臣离婚即此。其家贫，然 “其妻亦负

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１０〕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丈夫还是妻子，皆有权利表示对婚姻状态的不满而离婚。如出自夫方

之类，《三国志》载曹操始有丁夫人，但她因故 “哭泣无节，太祖忿之，遣归家。太祖就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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踞机不廉，遂与绝。”〔１１〕纵使曹操权倾天下，也只好无奈作罢。亦有 《晋书·王羲之传》载王献

之 “起家州主簿、秘书郎，转丞，以选尚新安公主”，与前妻郄氏离婚。另如出自妻方之类。《晋

书·谢邈传》载谢邈为吴兴太守，“……妻郗氏甚妒，邈先娶妾，郗氏怨怼，与邈书告绝。”《晋

书·王衍传》亦载王衍之女为愍怀太子姬，太子为贾后所诬，衍惧祸，自表离婚。由此可见，无

论自书告绝，还是自表离婚，均表明女性的离婚选择权没有太大的限制。

二、唐代以后对和离的法律规定

据目前史料，和离规定出现于唐代法典，并为后世沿袭，形成和离之法。

１．唐代和离的法律规定

《唐律·户婚》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疏议》对其解

释为：“若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

由于现存的令格式中没有和离的相关阐释，我们只能从古代语境出发，结合 《唐律》的法律

条文及相关解释进行分析。

（１）和离释义

和者，相应也，本指乐器演奏的应和、协调，后来引申为不同事物相互配合、不相冲突的关

系。对于矛盾的双方来说，和意味着双方息争而归于和平。和离就是双方同意放弃争斗，和和气

气离婚，即 《疏议》所谓的 “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另在 《唐律·户婚》“和娶人妻妾及自

嫁妻妾”条中，和亦属此意，表示 “两愿”、“相通”、“共同”之义，与强迫、暴力无涉。

（２）和离的法律要件

首先，和离的主体仅仅涉及夫妻双方，既没有国家的强制，也没有双方家长的干涉。

其次，和离的缘由是 “彼此情不相得”，既不包括亲属互相伤害的行为，也不包括无子、不

事舅姑等事关家庭义务的矛盾。

再次，和离的后果是 “不坐”。据 《唐律·户婚》“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

半”的相关规定可见，唐代实行限制离婚的法律，而和离是法律允许的离婚形式。

２．宋以后和离之法的承继

《宋刑统·户婚》中有关的规定几乎完全继承了唐律，“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婚者不坐”。

甚至连 《疏议》的解释也只字未改，“若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

元代和离之法的相关规定亦多沿袭唐宋。 《元史·刑法志》有： “诸夫妇不相睦，卖休买休

者，禁之；违者罪之，和离者不坐”，〔１２〕允许不相和睦的夫妇和离。

《大明律》亦在 “婚姻”的 “出妻”条目中作出类似规定：“夫妻不相谐，两愿离者不坐。”

延至清代，和离之法的内容没有明显的变化， 《大清律例·户律》 “婚姻”中的 “出妻”条

有：“夫妻不相谐，两愿离者不坐。”《大清律例会通新纂》的解释为：“妻固无自绝于夫之理，夫

亦不得悔厌其妻而无故出之，故必两愿离者始不坐。”〔１３〕为避免重复，笔者在此不再专列条目一

一进行分析。

３．和离与七出、义绝的关系

在法典中，和离之法虽然被编排在 “诸犯义绝者离之”的后面，但与义绝离婚并非从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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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后妃传》

《通制条格》卷四 《户令》亦有同样规定。

参见 《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卷九，《户律·婚姻》“出妻”条辑注。该书现有由沈云龙主编，山阴姚雨芗原纂，会稽

胡仰山增辑，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影印本。



系，而是一项独立的规定，是七出、义绝等离婚法律制度的补充。

《唐律·户婚》“妻无七出而出之”条的完整的规定是， “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

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诸犯

义绝者离之。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该法条的宗旨在于制止无故休妻并惩治任意休

妻的行为。只有当婚姻生活中不存在七出的现象和义绝的情况时，夫妻双方确实仅仅因感情不和

而无法共同生活下去，自愿离婚时，国家才不予以干涉。因此，和离是作为七出、义绝等离婚法

律制度的补充而设立的。

对于七出、义绝、和离三者之间的关系，《大清律例会通新纂》的分析极为透彻，可以分为

以下几个层次：

其一，七出应和礼。“七出三不去皆家礼所载也，于七出之中又有三不去之义，乃所以存厚

也。”其二，义绝违背义。“义绝者，谓于夫妇之恩情礼意乖离，违碍其义已绝也。”其三，只有

七出、义绝是法定出妻的许可条件。“凡出妻者惟犯七出与义绝耳。”这其中七出是可以选择的离

婚缘由，选择权在夫家；而义绝是法定必离的情节，由国家强制离婚。其四，其它无故出妻皆予

以处罚，从杖八十到杖六十依具体情节而定。“若于七出无犯则无应出之条，及无义绝之状，则

无当出之罪而无故擅出之者，其夫杖八十。虽犯七出而于三不去之中有一属，则亦无可出之理，

而迳情以出之者，减二等杖六十，并追还完聚。若犯义绝之事，法在必离，义无可合，而不离异

者亦杖八十。”其五，只有一种情况不予以处罚。“若夫妻不相和谐，而愿离异者，其情不洽，其

恩已离，不可复合矣。”即便是此时 “虽无七出之条，义绝之状，亦听其离，不坐以罪也。”〔１４〕

和离的制度从一个方面说明国家承认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效力，但这种离婚又受到一定的限

制。这种限制在不同的朝代，随不同的主体而有所不同。

４．宋、清两代对特定人物和离的法律限制

对特定人物的和离的法律限制，宋代开始出现极为明确的规定，清代有新的发展。

（１）宋代实行宗室和离审查制 〔１５〕

宋代对于因不相和谐而要求离婚的宗室夫妇，要进行审查后才允许离婚。

《宋史·礼志》有载：“宗室离婚，委宗正司审察，于律有可出之实，或不相安，方听。若无

故捃拾者劾奏。如许听离，追完，赐予物给还，嫁资再娶者不给赐。非袒免以下亲，与夫离婚再

嫁者，委宗正司审核。”宋代实行宗室和离审查制，从其他史料也可以得到佐证。如 《宋会要·

帝系五》规定：“（建中靖国元年）九月二十三日，省言，今后宗室及非袒免离妻，如已经开封府

根治者，令大宗正司并限半月审察，从之。”〔１６〕

宋代对宗室夫妇的和离审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其一，存在夫妻不谐和的事实，

“或不相安，方听”。其二，由宗正司负责具体的审察工作，“委宗正司审察”。其三，赐予的相关

财物一并由皇上收回，再婚者也不赐嫁资，即 “赐予物给还，嫁资再娶者不给赐”。宗室大婚是

皇族大家庭的事务，作为庆贺，皇帝往往要赐予贺礼，或者嫁资之类物品。一旦离婚，所有的赐

予物都要一并收回。其四，规定审查期限。正如 《宋会要》所载，在建中年间，“限半月审察”，

大宗正司在半月审查后给出结果，决定是否准予宗室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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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引 〔１３〕，“出妻”条辑注。

考虑到法律制度的继承性，宋代宗室和离审查制应该不是突发奇想，可能是对以往做法的继承。比如唐朝后期官员

李元素欲与妻子王氏离婚，就向皇帝 “上表，恳切披陈”并获得准许。参见 《旧唐书·李元素传》。据此可以推测，

也许唐代就有官员离婚须上奏之类的要求，只是由于笔者阅读视野有限，在现存的唐代材料中没有觅得相关的法律

规定予以佐证，故而笔者没有专列条目来分析唐代的情况，而仅限于对宋代宗室和离审查制进行考察。

《宋会要》卷一二七。



为了约束宗室成员随便离异的行为，维护婚姻的稳定，《宋史·礼志》才有此规定，反映宋

代对特殊主体和离的限制。

（２）清代实行官员和离削封制 〔１７〕

对于官员的和离行为，清代的规定更为严格。《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国初凡官员

因夫妇不和，欲出其妻，已受封者，先呈明吏部削去所封，赴刑部呈明，差人押令离异，询明情

由，系两愿者，听。若兵民出妻，任其自便。”〔１８〕清初的规定后来又有发展。 《刑部现行则例》

进一步从受封之妇的角度考虑，为她们遭遇休离时提供救济，“受封之妇，伊夫欲行休离者，先

禀明刑部审理，果系应离者，照律听其离异。”“若系强离者，照律治罪”。〔１９〕

清代在法典中立有专条规定官员和离的程序和法律后果，与宋代宗室审查的和离制相比，出

现了一些变化，主要是：

其一，进一步扩大限制和离的特殊人群的范围。从 “国初凡官员”的规定可以看出，清代吏

部在册的所有官员都包括在内，而不仅仅是宋代所限制的宗室小范围之内。

其二，呈吏部削去封诰等荣誉称号。“先呈明吏部削去所封，赴刑部呈明”。这样和离者就从

宋代 “赐予物给还，嫁资再娶者不给赐”的物质损失，上升到清代 “削去所封”的精神损失。这

恰恰是光宗耀祖的官员最为在乎的方面。

其三，由刑部问明是否两愿和离。吏部削去封诰之后，刑部查明是否符合和离的两个条件，

前者是 “夫妇不和”，后者为 “系两愿者”离婚。相符时则听其离婚，否则不予离婚。

其四，专条设立 “受封之妇”被休离的救济程序。只要为官的丈夫意欲休离妻子，那些受封

的妻子就可以直接向刑部禀告。一旦查明是无理强离妻子，“照律治罪”。其意在为受封之妇提供

婚姻的保障。

最后，对于兵民大众的离婚，“任其自便”，法律不做明确的限制。

总体来看，清代把程序上的剥夺和实质上的审察分开，由吏部和刑部各司其职，体现出对官

员和离的审查更加严格。对于官员的和离在实质上是否属于 “夫妇不和”，则交由刑部处理，“询

明情由，系两愿者，听。”这一点基本上继承了宋代实质限制的做法。但相对于宋代收回赐予物

和嫁资而言，清代剥夺官员所封的惩罚更为触及官员的痛处，愈加严厉。如此严格的规定势必造

成这样的结果，即见诸史料的官员和离事例微乎其微。

三、和离之法的实际执行

由于和离属于夫妻双方两愿离异的情况，既不涉及法司处断，亦不用国家强制力的介入，所

以见诸史书的材料极为有限，这给分析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也可能是和离研究相对薄弱的原

因所在。但无论如何，既然和离已经得到唐代法律的承认，在实际的婚姻生活中应该会有相关的

案例留下，只是收集材料的过程会更艰难一些。笔者结合正史、史料笔记、判牍，以及中央和地

方档案中觅得的乏善可陈的材料，在此具体考察和离的实际执行情况，诸如在实际的离婚生活中

和离是否有例可寻，是否需要订立离婚书，法司对和离中女方主动要求离婚的态度如何，在具体

判决中是否均衡兼顾夫妻双方的利益，是否与法律的规定相符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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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封诰是一种荣典。由皇帝授予官员本身及其妻室、父母和祖先等荣誉称号，各朝代内容各不相同。清

制参见 《清史稿·封荫》。

《钦定大清会典》卷七五六。

参见清 《刑部现行则例》卷上 “婚姻”。



（一）唐宋和离的执行

据目前史料考证，唐宋夫妻因不和谐而两愿离婚者确有其例。既有男方因不谐而去妻，也有

女方主动求去，有时还涉及离婚文书的程序。下面分别考察具体的事例。

１．男方主动要求和离

男方主动要求和离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只要女方没有异议，一般都能如愿。限于篇幅，这里

仅仅撷取两个例子予以说明。

（１）张不疑以不协出妻

《唐语林·企羡》载有：张不疑 “娶崔氏，以不协出之，后娶颜氏。”〔２０〕此处的 “不协”，就

是夫妻感情不合，与唐律所述 “和离”中的 “不相安谐”、“情不相得”的要求相一致。

（２）李逢年因情志不合去妻

《太平广记·纪闻》中亦有相关记载：“唐殿中侍御史李逢年自左迁后，稍进汉州雒县令……

逢年妻，中垂郑防之女也，情志不合，去之。”〔２１〕该事例中的离婚缘由仅仅是 “情志不合”，属

于唐律所言的夫妻 “情不相得”的典型。

上述两个案例归入和离应该没有问题。在程序上却都是通过男方行使出妻的方式，或 “出

之”，或 “去之”，结果顺利离婚。

２．女方主动要求离婚

在女方主动要求解除婚姻关系，而男方不出具离婚书的情况下，女方唯一的做法就是求助于

法司裁断，而法司如何看待并判决女方的离婚请求至关重要。

（１）杨志坚之妻阿王索书求离

据范摅 《云溪友议》记载，某县有 “嗜学而居贫”的书生杨志坚，其妻不甘于食不果腹的贫

穷生活，“索书求离”，后请颜真卿判决其离婚，以求再嫁。“颜公案其妻曰：‘杨志坚素为儒学，

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
!

其未遇，遂有离心。……阿王决二十后，任改嫁。杨志

坚秀才，赠布绢各二十疋、禄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仍令远近知悉。”〔２２〕

身为抚州刺史的颜真卿虽然支持了阿王的离婚诉求，判决不愿和丈夫固守贫道的阿王离婚，任

其改嫁，但却是在对她处 “决二十”的笞刑之后做出的，同时重赏其夫并公告天下。从实际判决后

果看，法司是在极力限制女方主动和离，所以才会出现 “江左十数年来，莫有敢弃其夫者”。〔２３〕这

也正是法司希望达到的理想效果。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如夏侯碎金求离其夫。

据 《旧唐书·列女传》记载，刘寂妻夏侯碎金之父为盐城县丞，因疾丧明，“碎金乃求离其

夫，以终侍养。经十五年，兼事后母，以至孝闻。及父卒，毁瘠殆不胜丧，被发徒跣，负土成

坟，庐于墓侧，每日一食，如此者积年。贞观中，有制表其门闾，赐以粟帛。”

夏侯碎金之所以顺利求离其夫，并受到表彰，原因就在于她为了尽孝，照顾失明的父亲而求

离其夫。

同样是唐代两个女方主动离婚的案件，前者因嫌夫贫而求去，结果遭受 “决二十”的皮肉之

苦，更被当做伤风败俗的典型；后者由于为了尽孝而求离，则被旌表其门，载入 《列女传》。可

见，和离的理由是否符合礼教的要求极其重要。

（２）冯氏以与杨王不睦听离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丙戍，诏赐杨王妇崇国夫人冯氏为希真凝寂大师，赐紫衣，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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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冲，居瑶华宫。冯氏在元丰中以与杨王不睦，听离。送瑶华宫入道，未赐名号，故有是命。”〔２４〕

既然杨王能够受到诏赐，肯定非普通百姓。妻子冯氏与他无法和睦相处，双方同意离婚。何

种原因引起夫妻不睦，是由于冯氏一心修道影响夫妻生活，还是另有隐情，个中原委记载者并未

交代。至于和离之后，双方家族之间有无矛盾纠纷，更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冯氏因不和

睦而要求离婚，杨王也愿意，“听离”。可见，只有两厢情愿时，女方求离，结果才会比较顺利。

这在宋代的其他材料中也有所反映，如南宋学者王明清撰写的一部笔记 《玉照新志》中载

有：“郑绅者，京师人，少日以宾事政府，坐累被逐，贫穷之甚。妻弃去适他人。”〔２５〕这是妻子

动议，双方两愿离婚。此外，也有大族之女与前夫不相和睦，离异归家，随后另嫁别人的情况。

据宋代庞元英 《谈薮·曹咏妻》所载： “曹咏侍郎妻硕人厉氏，徐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

与夫不相得，仳离而归，乃适咏。”厉氏曾是徐姚之地的大族之女，与四明曹秀才 “不相得”，两

愿离婚，后改嫁曹咏。

宋代的这三则和离事例都是双方同意，没有争议的情况，所以顺利离婚。而一旦女方求离，

男方不同意时，双方可能就会对簿公堂，这时宋代之女是否可以避免唐代杨志坚之妻阿王被处罚

的命运呢？请看下例。

（３）胡石壁判词 “妻背夫悖舅断罪听离”

阿张是朱四的妻子，双方结婚八年，现在阿张说丈夫 “痴愚，预相弃背”，“又以新台之丑，

上诬其舅 （公公）”，请求离婚。最后南宋官员胡石壁作出处理，对原告女子阿张 “杖六十，听

离，余人并放。”〔２６〕

既然阿张嫌弃丈夫痴愚，可见双方感情肯定不和，加上她又告其公公对自己非礼，法官胡石

壁就认为她 “不宜于夫”、“不悦于舅”，所以对她处以杖刑六十，最终判决离婚。阿张婚是离了，

但却挨了六十杖，同样成为违背礼教的负面典型。胡石壁显然把尊长和夫君的利益放在了首要地

位，把阿张对其公公的诉讼认定为诬告，并对她处以刑罚。可见，除非男方爽快同意，女方的和

离请求实质上大受限制，很难得到切实执行。

３．和离应该订立离婚书

由于律文简洁，史料记载的案例有限，对和离的具体操作过程，我们始终无法窥其全貌。诸

如和离时是否需要订立婚书，是否必须由夫妻双方签字，家长是否参与等等程序问题，唐律没有

对此做出明确的交代。但从前面案例 “杨志坚之妻阿王索书求离”可以推断出来，在和离的实际

执行中应该订立离婚书。因为离婚文书不仅是断案的凭据，同时也可以防止再婚时引起麻烦。和

离肯定需要有书面证明，敦煌出土的唐代放妻书亦可以佐证这一点。虽然这些材料只是离婚文

书，而非实际的离婚协议书，且仅限于敦煌一个地区，未必能从整体上反映唐代和离实际执行的

全部情况，但它毕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离婚书方面的不足，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和离在民间的

具体运作情形。这里仅列二三例予以说明。

放妻书一

某专甲谨立放妻手书

“……妻则一言十口，夫则板木 （目）生嫌。似猫鼠相憎，如狼狄一处，既以二心不同，难

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选婷高官之主，解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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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更莫相僧，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于时年月日，谨立手书。”〔２７〕

放妻书二

么乡百姓某放妻书一道

“……今已不合，相 （想）是前世怨家，贩 （板）目生嫌，作为后代憎嫉。缘业不遂，见此分

离。聚会二亲，夫与妻物色具名书之。已归一别，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

逞琴瑟，合韵之态，解怨拾结，更莫相谈，三年衣粮，便畜 （献）柔仪。……时次某年么月日。”

放妻书三

女人及丈夫手书一道 （押）

“……逐情今对六亲放者，皆生欢喜。立此文书者，押指节为凭。”

这些放妻书错字不断，应该是流行于民间的离婚文书，虽然写法有异，但是旨意相仿。

首先，开头皆谈到夫妻彼此生嫌，难聚一处，才有此分离。夫妻之间或是 “似猫鼠相憎，如

狼狄一处”，或是 “相 （想）是前世怨家，贩 （板）目生嫌，作为后代憎嫉”，均是夫妇之间的感

情出了问题。格式中谈到的离婚用语多为 “相离之后”、“相隔之后”等，应该算是比较典型的和

离文书。

其次，通知两家父母或者亲属到场。古代离婚不仅关涉夫妻之间的情分，还涉及两个家族之

间的交往。所以，在上述放妻书中都涉及请诸亲眷属商量，“快会及诸亲”或者 “聚会二亲”，达

成协议。

再次，祝福对方，好合好散。特别是祝福女方 “选娉高官之主”、“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再

嫁富贵得高”，过上更加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体现了和和气气离散的态度。

最后，和离也要订立书面凭据，夫妻双方签字，主要目的在于防止日后一方再婚时另一方去

惹麻烦，“为留后凭，谨立”，“女人及丈夫手书一道”。如果是没有文化或不识字的当事人，则可

以 “押指节为凭”。

较为遗憾的是，上述几个宋代的和离事例都不涉及宗室成员，既不用麻烦 “宗正司审察”，

更不用他们 “劾奏”处断，无法了解 《礼志》有关规定的具体执行。至于经过劾奏之后，除了必

须复合之外，宗室会受到何种惩罚，也不得而知。

（二）清代和离的执行

清朝对官员和离的限定已有明确的规定，但庶民百姓则不同。由于没有封诰，不涉及削封问

题，囿于生存压力和夫妻矛盾的升级往往会选择离婚。在一些档案中可以见到不少和离的案例。这

里主要以清代 《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案例中涉及的相关内容，分析夫妇不和导致离异的情况。

１．因夫妻不和将妻子休回

据直隶束鹿县张群供，他的胞姐先嫁史庆子做妻，“后因夫妇不和，史庆子把姐姐休回。小

的父亲想再向史说合完聚，故此收养在家。”〔２８〕

至于夫妇为什么不和，则无法得知，但夫妻不和的离婚原因从张群口中说出，应该是比较可

信的。既然张群父亲想再向史说合完聚，至少说明他不愿意女儿离婚。从中可以推测，女婿史庆

子事先可能没有征得岳父的同意，除了夫妇不和外，他们之间应该也没有其他的矛盾，所以，张

父才有 “说合完聚”的想法。

另据山东益都县郑二妮供，“小的幼嫁王六做女人，乾隆二十四年上男人因和小的不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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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休回。”〔２９〕此案中郑二妮第一次婚姻不成功，原因在于丈夫王六与其不和，把她休回。现在

以女方回忆的方式谈起，应该是比较真实的情况。〔３０〕

这些因夫妻不和的原因而导致的离婚案件，基本上都是在其他命案发生后，牵连而提及的，

所以无法了解夫妻不和的前因后果。但共同点都是男子采取主动，结局都是女方被休回娘家，这

是从夫居的古代婚姻无法回避的结果。

２．女子情愿离异

在实际的和离中，也有女方与丈夫不和，情愿离异或吵闹求去的情况，但结局迥异。

首先，离婚比较顺利之类。

道光十四年 （１８３４年）宝坻县民吕守福与刘氏成婚后，夫妻不与同心。吕氏常常私自出逃，

经吕控县传讯，刘氏情愿离异，吕守福与其母程氏也都同意。县主批示：“追还财礼，断令另行

转聘。”〔３１〕吕氏经常私自出逃，刘氏情愿离异，对方也没有阻止，比较顺利。

其次，求离不成，酿成命案之类。

据四川双流县王茂林供，其妻张氏性格倔强，夫妻不和。“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小的

见她没洗碗，用烟袋打了她几下，她就要投河寻死”，后来 “张氏不愿跟小的，时常使气，逼要

休书。……小的殴伤她身死。”〔３２〕从王茂林的口供中分析，应该没有其他的原因，比如不顺父

母、亲属相伤等等，主要就是两个人无法和睦相处，张氏才决意离婚。这使王茂林极没面子，遭

到邻居的嘲笑，这才满腹怨气，出手极重，致张氏身死。“可见，在丈夫看来，由他主动休妻是

正常的，而让妻子逼要休书则难于接受。”〔３３〕

在夫妻二人不相和睦，无法生活，只得离婚的情况下，如果男子占据主动的话，结局往往是

女子被休回娘家，只要女方接受了这个结果，两下安宁，到此结束；如果女方主动要求改嫁，往

往会惹怒男方，招来杀身之祸。〔３４〕两种迥异的结果表明：在清代主流的礼教观念中，离婚权是

男方的专断权，女方惟有逆来顺受方能保全自己。

四、和离之法与中国古代社会

对于和离的评价，前人多有论及，不必赘述。而对和离之法中体现的保障女性婚姻，保护女

方财产等符合婚姻内在发展规律的因素则少有论及。至于古代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和离之法的规定

及限制，即和离与农业经济、家族社会、官僚制度和儒家主流意识等诸多方面的关系，现有研究

关注不多。因而，笔者试从这些方面进行分析。

（一）和离之法给予女方平等的离婚表达权与保护女方财产

唐律中的和离之法以夫妻双方感情为基础，给予女方平等的离婚表达权，显示传统婚姻法文

化中倡导夫妻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的积极一面。清代明确规定和离之后，女方可以带走自己的嫁

资，保护女方财产，客观上为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婚姻权益提供保障。

·８７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前引 〔２８〕，议政大臣英廉等，４８·６·３。

其他的如贵州镇远县金国梓供其姐姐夫妻不和离婚，湖北黄冈县余志和因不和离婚等，分别参见 《刑科提本》“婚姻

奸情类”，议政大臣阿桂等，５０·５·２７和 “婚姻奸情类”，湖北巡抚惠龄，５３·１２·２１。

《顺天府档案》，２８·３·１６３·１５０。

《刑科提本》“婚姻奸情类”，议政大臣阿桂等，５５·１１·７。

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２１页。

此类情形在档案材料中并不少见。戚鸿飞因夫妻不和，殴责其妻，伤其身死；安管毒妻李氏一案，亦是因为李氏性

格悍泼，二人向不和睦，李氏逼要改嫁，被毒身死。分别参见 《刑科提本》“婚姻奸情类”，议政大臣阿桂等，５３·

１０·２４和 “婚姻奸情类”，山东巡抚长麟，５３·８·４。



１．法律层面上夫妻两愿的协议离婚

从立法上看，《唐律》规定：“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此处的 “彼此”、“两愿”意在使

夫妻双方平等享有表达离婚的意愿。这种把夫妻双方视作行为主体，强调夫妻双方态度一致，也

就是现代婚姻法中的 “合意”的表述。由此可见，起码在立法形式上，和离和七出休妻、义绝离

婚有着根本的不同。

尽管从礼的要求看，强调女子顺从、守德，但夫妻之间地位齐等的观念，在古代的婚姻法文

化中也存在。《说文解字》女部中说：“妻，妇与己齐者也。” 《白虎通·嫁娶》篇中说得更加明

白：“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至庶人，其义一也。”此处的 “齐”强调的就是整齐、水平。

在实际的婚姻生活中，夫妻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的事例亦可觅到。如 《后汉书·樊英传》有载：

“（樊英）尝有疾，妻遣婢拜问，英下床拜答，实 （陈萛）怪而问之。英曰：‘妻，齐也，共奉祭

祀，礼无不答。’”另如 《晋书·何曾传》亦载有：何曾 “年老之后，与妻相见，皆正衣冠，相待

如宾。己向南，妻面北，再拜上酒，酬酢即毕，一岁如此者，不过再三焉。”这种夫妻配匹齐等、

相互尊重的文化基因是和离产生的基础，在离婚制度设计中平等给予夫妻双方表达离婚意愿的空

间，体现中华法系的精华之处。

和离也符合婚姻生活的实际要求。夫妻有矛盾冲突，那才是正常人的夫妻生活。不能因为礼

制的要求就一概否定存在两愿离婚的可能性。故而宋代司马光有言：“若夫妇不相谐，则听之离

绝，毋使节行之士，为横辱所挫。”〔３５〕“可见 ‘情不相得”是里质，‘不相安谐’是表文。这种里

表关系说明和离的后果，就是出于夫妻感情方面的原因。单从法律条文而言，颇有现代法律 ‘破

裂主义’的色彩和 ‘无因离婚’的表征。”〔３６〕

２．和离保护女方的财产

和离之后，女方嫁资是否可以带走，夫妻财产如何分割，对此做出明确的规定见于清朝典

例。如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规定： “又题准凡有夫与妻不和离异者，其女现在之衣饰嫁妆，

凭中给还女家。”〔３７〕清 《刑部现行则例·婚姻》亦进一步强调：“凡丈夫与妻子不和离异者，其

女衣服及陪嫁之现在物件，凭中给还女家。若两家争夺者，照律治以应得之罪。”〔３８〕

离婚时妻方是否可以带回嫁资，经历了由宽到严再趋宽松的迂回发展历程。汉律规定：“弃

妻，畀所赍。”〔３９〕尽管女方不能参加对男方家财的分割，但离婚时，女方可带回自己的陪嫁物。

南北朝时，律文佚失，无法考证，但据魏文帝时刘勋出妻王氏诗： “翩翩窗前帐，可以蔽光辉，

昔将尔同来，今将尔同归，缄藏箧笥里，当复何时披”，〔４０〕似被出之妻仍可带走自己的私物。

至于唐代，学界依据日本户令多抄自唐令的情况，据日本 《令集解》卷一 《户令》中 “凡弃

妻，……皆还其所赍见在之财，若将婢有子亦还之”的规定，推定唐户令应该亦有相同的规定，

即离婚时，女方仍然可以带回嫁资。宋时规定：“诸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

财，不在分限。”〔４１〕这种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执行，司法官员把它作为解决家族内部分田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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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的主要依据，“在法，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４２〕可见，妻子的嫁资不混同于夫家的家

产之中。一旦两家关系有变，婚姻关系解除，女方也可以带走自己的嫁资。

元代则有断例，妻子离婚改嫁时，不得带走嫁资。《通制条格》：“大德七年六月中书浙江省

咨，今后应嫁妇人，不问生前离异，妇死寡居，但欲再适他人，其元随妆奁资财，听前夫之家为

主。礼部议得，除无故出妻，不适此例，余准本部所拟，相应诸省准呈。”《元典章》并规定 “不

许似前搬取随身”。〔４３〕可见，无故出妻者，妻子可以带走自己的陪嫁物，其他离婚或寡妇改嫁

者，不允许妻子带走陪嫁物，而由夫家处置。

总之，和离之法重视夫妻双方感情，允许女方带走嫁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

进步的表现，符合婚姻生活自身的发展要求。“和离的离异形式作为中国婚姻法律传统的一部分，

它对近、现代婚姻立法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近代中国的立法在世界上较早肯定 ‘两愿

离婚’制度固然与这一传统密切相关，当代中国法律充分实行破裂主义离婚原则，社会制度自身

是根本原因，历史传统对婚姻心理及社会实践的影响，无疑也不失为一个重要因素。”〔４４〕

（二）对官员和离的法律限制体现重点治吏的思想，客观上有保障女性婚姻的作用

对官员的离婚进行法律限制源于传统法律文化中 “明君治吏不治民”的思想 〔４５〕，其宗旨在

于模范宗室和官吏在维护婚姻伦理和社会公共道德方面的表率作用，以稳定婚姻家庭秩序，维护

国泰民安的社会。

对官员之类特定人群的离婚予以限制早就出现了。管仲相齐时，已经有 “士三出妻，逐之境

外”的说法。〔４６〕至于要求离婚官员上奏，进行审核，这种做法在唐代以前也有事例。例如 《魏

书·冯熙传》载冯熙儿子冯修之妻本是 “司马穆亮女也”，冯修 “求离婚请免官。高祖……皆不

许。”另如唐朝时官员房孺复与妻子崔氏不和，“奏与崔氏离异”。〔４７〕宗室离异需要上表审核，除

了宋代之外，辽代也有类似的实例。如 《辽史》记载的景宗四女淑哥 “与驸马都尉卢俊不谐表请

离婚，”〔４８〕圣宗钦哀皇后女 “严母堇改适肖海里，不谐，离之”，〔４９〕兴宗女 “跋芹与驸马都尉

肖撒八不谐，离之”等等，〔５０〕都体现出严格谨慎对待宗室和离。据如此频繁的表奏推测，辽代

应该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只是由于资料所限，无法考证而已。

可见，从程序上限制官员离婚由来已久，宋代、清代应该只是对以前做法的继承和完善。

实行有条件的和离制度，制止宗室和官员任意离妻，客观上也为女性的婚姻提供保障。因为

一旦立法上限制丈夫任意离妻，实际生活中丈夫离妻的行为就会受到限制，甚至舆论的谴责。典

型的有唐代太仆寺丞崔颢 “凡四五娶”，数弃其妻，被讥为 “有文无行”。〔５１〕司马光家书 《训子

孙文》亦谈到离妻的士大夫，“众则非之，以为无行，故士大夫难之”。从离婚程序上严格官员和

离，从舆论上营造排斥官员离婚的社会氛围，客观上自然有利于保障庞大的女性群体 官员之

妻婚姻的稳定。

对于受封的女性来说，清 《刑部现行则例》为其婚姻提供保障的规定具有可操作性，只要是

“受封之妇，伊夫欲行休离者”，就可以直接向刑部禀明，由其审察是否属实，“果系应离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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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听其离异”。否则，只要查出属于官员假借夫妻不和而 “强离者”，即须 “照律治罪”。

（三）和离后夫留妻走的结果与古代农业社会从夫居的特点有关

前述史实中，和离的结果大多表现为夫留妻走。律文中在 “不协”后面使用 “出之”两字，

在 “情志不合”后使用 “去之”字眼，与七出的休妻制度在结果上似乎没有区别，所以才有学者

反对把 “和离”叫做 “两愿离婚”，而称之为 “协议弃妻”。离婚的结果表现为妻子被赶出家门，

这似乎完全违背两愿的初衷，也是和离多受诟病之处。

其实，和离无法彻底实现平等离异的尴尬处境，并非立法本身的问题，归根结蒂是由农业社

会从夫居的生活特点决定的。当从夫居为农业社会婚姻的主要形式时，一旦离婚，往往意味着妻

子将会被丈夫赶出家门，即使是身份显赫的贵族妇女也同样逃不过这种被动处境。从先秦到清代

概莫例外。贵族妇女被出称为 “大归”、“来归”。在 《左传》中多处提到出嫁女归来或大归，〔５２〕

其实都指离婚女子回娘家居住。《梁传·隐公二年》说：“礼，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从人者

也。”既然妻子被休弃回娘家称为来归，或曰大归，那也就意味着女子只有嫁人才能找到归宿。〔５３〕

婚姻形式决定了离婚必须、且只能是夫留妻出。只要是农业社会，从夫居的婚姻方式不改，和离

的限制就不可避免。

（四）对和离中女方离婚诉求的限制反映了中华法系礼法结合、维护家族利益的特点

通过考察和离的实际执行可以发现，如果男方主动发起，一般都比较顺利；如果是女方发

起，结果未必如愿，更有甚者，可能免不了遭受皮肉之苦，因此两愿离婚的和离之法在实际执行

中并非夫妻双方完全平等表达的结果。女方的离婚诉求往往受到很大的限制，其中是否符合礼教

的要求和男方家族的利益是司法官判决的主要考虑。

首先，面对女方的和离诉求，法官引礼折狱，意在维护家长的婚姻决定权和男方家族的整体

利益。正如前文案例所示，宋代名公胡石壁在 “妻背夫悖舅断罪听离”有言：“在礼，子甚宜其

妻，父母不悦，则出之。阿张既讼其夫，则不宜于夫矣；又讼其舅，则不悦于舅矣，事至于此，

岂容强合。杖六十，听离。”胡石壁的判决确实于礼有据，因为 《礼记·内则》有： “子甚宜其

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胡石壁判决时

首先考虑礼教的要求，援引儒家经典进行审判，是中华法系重礼法的特征在司法上具体表现的一

个典型。

其次，一旦发生涉诉的和离案件，官员常常希望有合乎礼教的理由，以礼教为原则进行判

决。前例唐代夏侯碎金为照顾失明的父亲 “求离其夫”，离异的理由符合礼教的精神，并且这种

至孝之行是为政者大力宣扬的美德，故 “表其门闾，赐以粟帛”。而不愿和丈夫杨志坚固守贫道

的阿王则被 “决二十”。可见，和离理由不同，结果迥异。因此，在和离时限制女方的诉求，从

根本上符合家族利益的要求，反映出家族法下传统婚姻文化的特征。

女方主动和离从根本上违背了夫家的利益，不仅意味着结婚时夫家的聘礼付之东流，而且使

夫家丧失了一个主要劳动力，这种人财两空之事自然遭到丈夫及其父母的反对。正如前文案例所

示，如果女方的离婚诉求不符合夫家的利益，法官往往会支持夫家。宋代胡石壁的 “妇以恶名加

其舅以图免罪”、“既有暧昧之讼合勒听离”和 “子妄以奸妻事诬父”等判词也表现出应该 “为父

隐恶”，以及既然不悦于舅，夫妇不可偕老等维护尊长利益的倾向。可见，和离之法中的女方离

婚表达权要受到诸多的限制，限制的目的在于维护男方家族的利益。因此，对和离之法维护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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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春秋》经文所载：文公十五年 “子叔姬来归”，宣公十六年 “郯伯姬来归”，成公五年 “杞叔姬来归”，均为被出

而遣回娘家，此仅就鲁女而言。对于他国姊妹被出，则仅称 “归”或 “大归”，即是归而不返之谓。如 《左传·文公

十八年》：“夫人姜氏归于齐，大归也。”姜氏为鲁文公夫人，其子被杀，不得不大归，故又称做 “出姜”。

所以 《诗经·桃夭》才对婚礼上的新娘祝福 “之子于归”。



利益这一点，不应有过高的估计。

总之，在限制离婚的传统婚姻法文化中，和离之法强调情合，把夫妻双方视作行为主体，在关

涉家族和国家利益的七出、义绝离婚法律制度之外，承认夫妻感情不和，可以两愿离婚，并倾向于

允许女方带走所有嫁资，使得和离逐渐成为离婚当事人的主要选择方式。这种重视夫妻双方的感

情，承认妇女拥有对自己嫁资的独立占有权，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一种进步的表现，符合婚

姻生活自身的发展要求。这也为现代合意离婚提供了制度设计和法律文化传统，是其积极之处。

但由于和离之法产生于男尊女卑的儒家主流意识和小农经济的传统社会土壤里，因此它受到

诸多限制。为了维护小农经济下家庭的稳定，国家整体上实行有条件的限制离婚主义，对女方的

和离诉求予以限制；出于模范宗室成员和官吏在维护婚姻伦理和社会公共道德方面的表率作用，

对该类特殊主体的和离进行限制。司法过程中，官员引用礼义进行离婚判决，以及对和离中特定

人员的审查，亦反映出中华法系礼法融合、保护家族利益的法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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